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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关注话题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女神》 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具体的阶段：1921—1949 年为第一阶段；

1949—1978 年为第二阶段；1978—现在为第三阶段。 无论哪个阶段，人们的研究都显现出了某种非常浓烈的历史意味，亦

即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不同的时代，生活不同，价值标准不同，人们对于《 女神》并及郭沫若诗歌的看法也便极为不同。 这种

不同是文学时代性的别一种富有意味的表现， 同时也是郭沫若研究不成熟、 缺乏应有的学术自觉性和理性的一种典型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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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体现接

受美学理论精华的这句话清楚地表明， 一个存在

于历史描述中的文学对象， 它的面貌一般都由两

个方面构成，一是对象自身的历史，这是客观的既

成的历史；一是人们对于它接受的历史，即人为的

当下的历史。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作为一种历史

的存在， 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自然也由两种历史构

成，一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实际历史情形，即写了

多少诗？ 在什么情景下写的？ 写出后怎样出版、发

行等等； 一是人们对于这种创作的阅读、 接受情

况，即读者是如何阅读的？ 批评家是怎样批评的等

等。 以前人们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大多较注重前

一方面， 这有必要， 但从历史构成的整体性眼光

看，却显然还存在着不足。 缘此，变换角度，从对郭

沫若诗歌本身的考察一转而至对于其诗歌的接受

和批评的考察， 也就成了新近郭沫若研究的一个

悄然但却富有意味的变化。

立足于读者的接受考察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

时， 可以发现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历史其实也表现

为一种读者接受的历史；《女神》的时代成就了《女

神》的辉煌，《恢复》、《前茅》的时代规范制约了《恢

复》、《前茅》的特征，而 1958 年的民歌运动则直接

孕育了《百花齐放》诗集的出现。 郭沫若诗歌创作

中体现出的这种时代性， 从其所置身的政治利益

集团的眼光看，自然是诗人不断追求进步的表现，

故而对他所做的评价 （如国家权威机构以及体现

国家意志的各种教材、书籍报刊等的叙述描写）相

应在也便一直很高。1946 年 11 月 16 日，在重庆文

化界为郭沫若举行的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

周年的茶话会上，周恩来就曾讲郭沫若“不只是革

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 ”在同日的《新华日

报》头版刊载的《我要说的话》一文中他还说：“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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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 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

的主将。 鲁迅如果是将没有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

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鲁迅先生

已不在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

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

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 ”郭沫若逝世

后， 邓小平在其所致的悼词中也讲：“郭沫若同志

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 而且也是革命的

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和鲁迅

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

具的著名学者。 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

面光辉的旗帜。 ”[1]一前一后，不同时代两个声名极

佳的政治领导人对郭沫若所做的评价， 充分体现

了他们所属的政治集团对于郭沫若的意见； 诗人

一生追随革命，服务于政党政治，所以他所服务的

革命和政治，反过来也维护诗人，给予他实际的推

崇。

“鲁郭茅，巴老曹”，主流叙述中影响极广的这

个现代文学大师排名次序，是艺术的，但同时也远

远超出了艺术的范围。 受其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

内，在诸多教材、专著、论文众口一词大谈郭沫若

的爱国主义思想、 反封建意识和不断进步的革命

精神之时， 人们并未发现在对郭沫若诗歌的理解

中，先前的看法和评价其实更多来自于诗歌之外，

大多其实是非诗的。 然而，时过境迁，当郭沫若创

作所赖以发生的历史语境已然成为了一种身后的

历史之时，因为时代而出名的郭沫若诗歌，谁料到

也因为其与中国当下社会环境的格格不入而不再

为人看好。 “《鲁迅全集》一套涨到 600 多元还供不

应求， 而郭沫若的全集只能沦落到旧书摊而且无

人问津。 ”[2]（P283）新锐批评家余杰的话说得很夸张也

很尖刻，但它也揭示了一种事实，与官方为代表的

中国主流社会不同， 民间社会———特别是专业的

当代诗歌读者， 对于郭沫若诗歌的态度真的是与

原先的理解非常不一样的。 诗人伊沙曾说：“抛开

历史，我是不看郭沫若的。 ”[3]（P18）联系身边的事实，

这句话代表的，显然不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所以温

儒敏教授一样的人也不能不指出：“有一种学术界

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

准确，但也可见对郭沫若的评价甚高。 而‘非专业

的读者’则比较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文

本，不太顾及‘历史链条’，并不看重像《女神》这种

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经典’。 当今许多青年读者对

郭沫若其人其诗不感兴趣， 评价不高， 用的多是

‘非专业读法’。 这两种读法本无所谓高下，然而当

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

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这种两极性的阅读现

象就值得研究。 ”[4]

温教授的话讲得很好， 其中有两点特别启发

人：一是两极阅读现象的提法，虽然对他的专业和

非专业的截然划分我不完全赞同，但我以为“两极

阅读”本身却很有意义，它准确概括了大一统政治

秩序松散之后人们对于郭沫若诗歌表现出来的不

同态度；另一点是他的评价历史对象之时顾及“历

史链条”，历史地看待郭沫若其人其诗的主张。

遵从他的“历史的理解”观念而郭沫若诗歌的

接受状况进行考察之时， 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接

受本身便显现出非常鲜明的历史意味： 不同的时

代，生活不同，审美的标准不同，所以人们对于郭

沫若诗歌的看法也极不同。 为了说明这一状况，以

《女神》为例，下面我们作一具体的分析。

学界对于《女神》的研究，依其关注话题和价

值取向的不同，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21—

1949 年 为 第 一 阶 段；1949—1978 年 为 第 二 阶 段；

1978—现在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人们的认知主要立足于两重关系，

一是 《女神》 与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诗歌的关

系，一是《女神》与时代的关系。

从前者出发， 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郭沫若诗

歌的创新特色，以为作为一个富有独创性的诗人，

正是郭沫若真正从 诗 歌 的 精 神 上 更 新 了 白 话 诗

歌，开辟了新诗得以发展的道路。 《女神》发表不到

一年，郭沫若的好友郁达夫就撰文说：在“五四”诗

坛上，“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 [5]闻一

多更是说：“若讲新诗， 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

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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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二十世纪的

时代精神。 ”[6]其后，朱自清在 1935 年 12 月编选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时也说，在“五四”诗坛

上，新诗几乎都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

想象。 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由此，他认为从内

容到形式对中国诗歌进行彻底改造并取得显著成

绩的新诗人当首推郭沫若。 他说：“他的诗有两样

新东西， 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

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

中国缺乏暝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

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

懂得理会；渐渐懂得理会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

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

第一回。 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

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 ”[7]（P5）表述虽然很简

单，但要言不繁，他的话从内存精神的比较之中准

确揭示出了郭沫若新诗写作的审美物质。

如此这般的研究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左翼”的批评家周扬后来就顺此思路发挥说：“在

五四的老人中，郭沫若先生是比较后起的。 不用说

第一个尝试白话的胡适，就是周作人、沈尹默、刘

半农、康白情、俞平伯几个，在诗坛上都似乎要比

他露面得早一些。 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他的诗

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 在内容上，表现自

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

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 这就是当时所

要求于新诗的。这就是五四精神在文学中的爆发。

初期的诗人大都是循着这个路走的。 郭沫若自然

走的是同样的路。 然而，你看，他是走得何等地与

众不同啊。在诗的魅力和独创性上讲，他简直是卓

然独步的。 ”[8]据此，钱杏邨甚至认为：“《女神》是中

国诗坛仅有的一部诗集， 也是中国诗坛上最先的

一部诗集。 ”[9]（P52）

第二点是第一点的延伸， 当人们从郭沫若的

诗与新旧诗的关系分析《女神》的独创性时，注意

力常常自然就滑向了新诗与时代的关系。 这一关

系，朱自清从其所体现的“二十世纪的动的与反抗

的精神”一 侧曲言旁说，闻一多则直言《女 神》的

“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五四以后初步觉醒的青

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燃烧着，潮一样涌

着”，“他们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 喊不尽的

哀。 他们的心快塞破了”，这时候，“忽地一个人用

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

个人便是郭沫若。 他所唱的就是《女神》”，缘此，闻

一多总结说：“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 《女

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6]

不过，这一时期对《女神》的研究不尽是上述

的肯定和褒奖，相反的意见也有很多。 《女神》中的

一些诗最初在《时事新报》的《学 灯》副刊上发 表

时， 编辑宗白华在赞赏之余就善意地向郭沫若指

出：“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 只是构造方面还要

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 要言简而曲，

词少而工。 ”[10]（P32）这是最早从纯粹的诗歌形式和艺

术方面指呈郭沫若新诗写作缺陷的评论， 论者的

参照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验， 但指出的问题却是

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所以，这样的批评也是真实地

体现了那样的时代的。

其后，随着中国现代新诗的逐渐成熟，在实现

了由破坏到建设的转换之后，人们对于《女神》为

代表的郭沫若诗歌的批评也渐渐趋于成熟。 闻一

多首先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批评了郭

沫若《女神》在形式和精神两方面表现出来的欧化

倾向。 [11]在将《女神》和新出版的《星空》、《前茅》和

《恢复》比较之后，钱杏邨也以为《女神》的“历史地

位是稳固的，它是永久的创作”，《星空》可以附在

《女神》里，即对社会的诅咒和愤慨，模糊的反抗精

神和对原人生活的渴求等大体相似，“《前茅》却不

然，……《前茅》以及另一诗集《瓶》，实际上是我们

觉得没有一首赶得上《女神》的，大部分都是做的，

做成的，而不是书写出来的。 ”[9]话说得有点绝对，

立论的政治意味也有点太强， 但基本的感觉是对

的。 于此不同，立足于诗歌的艺术本位立场，废名

则不仅指出了 《女神》 所具有的 “楚国骚豪的气

氛”，以为“大概因为诗情解放而古代诗人的诗人

生命乃在今代诗人的体制里复活”，而且形象地描

述说：“他（指郭沫若）的诗本来是乱写，乱写才是

他的诗，能够乱写是很不容易的事。 ”[12]（P147）

概括而言，这一时期人们对《女神》的研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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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集中于时代、社会与其关系之时，也比较注重

诗歌本身，较多独立自主的个人性意见。

第二阶段即 1949—1978 年这一阶段，即新中

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 虽然有文化大破坏的文革

十年，但这一阶段郭沫若的《女神》及其诗歌的研

究还是取得了几个突出的成就。

一是研究专著的出现， 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末六十年代初 一版 再 版 的 楼 栖 的 《论 郭 沫 若 的

诗》；二是文学史著述对于郭沫若研究的注意。 后

一点的产生有两个背景， 内地由于意欲构建新民

主理论而引发的“现代文学”学科的筹建，为了适

应学科建设， 王瑶从古典文学研究转至现代文学

研究并编写了影响极大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蔡

仪写作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编写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也编著了《中国新文

学史初稿》等；海外学者基于对三十年中国新文学

的总结也编写了许多的新文学史著， 如司马长风

的《中国新文学史》，林莽的《中国新文学廿年（公

元 1919—1939）》，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等。 这些史著都在相应的章节论及了郭沫若的诗

歌创作， 并在史的背景上对他的诗歌创作了新诗

的意义进行了评价； 三是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

立，有关郭沫若诗歌的研究进入了大学的课堂，许

多大学开始有了 专 门 研 究 郭 沫 若 诗 歌 的 专 家 学

者。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进入因为有着非常

突出的意识形态背景或者说政治意味， 所以施教

者的主体性或个人特别多半是很不分明的， 许多

人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观

点的阐释和演绎，其话题也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内容主题上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以及爱国主义思想

表现，还有艺术表现上的浪漫主义特征。

纵观这一阶段对于《女神》及整个郭沫若诗歌

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一些特点：（一）人们对

《女神》及郭沫若诗歌的理解大都以政治性的分析

为主， 偏重思想内容上的政治意义揭示而忽略艺

术本身的表现，非诗的、硬性的政治化演绎很多而

具体的、 审美的文本分析非常少， 研究者的主体

性、创造性严重缺乏。 许多研究立足于政治斗争的

需求，对郭沫若及其诗歌人为地拔高，有意将他的

诗歌看作为先进艺术的代表而掩盖其它更为真实

的历史事实；（二）海内外态度截然对立。 对于郭沫

若的诗歌，内地明显偏重于内容，即表现了什么，

评价也甚高。 而海外则较为重视艺术形式本身，即

怎样表现的， 贬斥明显多于褒奖。 举例如与王瑶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时代精神”、“反帝反封建和

爱国主义”、“浪漫主义的风格”等的用词和论述不

同， 司马长风论及郭沫若的诗歌时则说：“他的诗

的特色是富于想象，和反抗的热情，缺点是大喊大

叫，许多诗酷似口号的集合体。 ”[13]（P100）柳无忌更是

从个性风格与艺术的关系中分析说，郭沫若“作为

一个充满不羁的想象和奔放的热情的浪漫诗歌和

爱情故事的作家，出现在中国方坛上。 他的第一部

诗集《女神》（1921 年）用其大胆的渗透当时盛行的

病态的忧郁的自由的诗句，引起了轰动”，“而其文

学创作则缺乏一个认真的艺术家所应有的品质。

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

似乎生活在人为的气氛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才

智往往用于为共产党政权的秉公服务。 ”[14]（三）对

应那一段历史， 学界特别是大陆学界对于郭沫若

诗歌纯正踏实的学术研究数量比较少， 而且水平

也明显偏底。

即使是在那样的非学术的环境中， 真诚且富

有洞见的研究依然在进行。 如张光年先生对于郭

沫若诗歌的研究，便有点超越于整个时代的意识。

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一文中，针对抗战以后郭

沫若诗歌写作存在的问题他讲： 郭沫若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后写的诗歌， 辑印出来的有 《战声集》、

《蜩塘集》和《新华颂》。 这个时期的诗集，真是一往

直前地实践了作者在一九三六年九月的宣言：“我

要以英雄的格调来写英雄的行为， 我要充分地写

些为高雅之士所不喜欢的粗暴的口号和标语。 我

高兴做个 ‘标语人’、‘口号人’， 而不是一定要做

‘诗人’。 ”（见《质文》二卷二集《我的作诗的经过》

一文）这真是一种过激之论。 并不是说，作者这个

时期的写作没有继续保持瀑布一般的政治激情；

也不是说， 这些诗歌没有及时地起到推动生活前

进的显著效用；不，这些都是肯定的，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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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但是，既然诗人已经自愿地降低了对自己诗

歌的美学要求， 既然不再考虑把自己的光芒四射

的势力凝聚在意识形象的结晶中， 那么这个时期

的新诗就自然不能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前期诗歌那

亲友在人们心胸里保持永久的激动的力量。 不用

说，在这个时期，作者的人格的光芒通过他的革命

的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保卫和平的活动、广泛的

文化活动和文艺活动多方面地、 越来越强地放射

出来，这些都是行动的诗，或诗的行动，同样是我

们引以自豪的。 作者已不再像《女神》时代那样，把

自己全部的热烈而巨大的人格关注在诗歌的形式

中。 [15]特殊环境之下的特殊表达，话说得辗转腾

挪，但态度却是认真的，在大家普遍不愿或不能顾

及美和艺术的时代， 他却能够以此为据指呈郭沫

若诗歌的问题， 这样的发言是有一点空谷绝响的

意思的， 其所昭示的意义在于任何时代都有诗歌

的真正读者， 而真正的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永远都

是个人的、内心的。

第三阶段（1978 年至今），这是郭沫若研究经

过短暂的恢复而逐渐步入正规发展的时期。 这一

阶段的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女神》的研究有这样四

种背景材料需要提及： 一是 1978 年 6 月 12 日郭

沫若的逝世和其后党中央为其举行的追悼大会，

邓小平在其所致的悼词中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为

官方或主流的研究确定了基调； 二是随着国家改

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展开， 郭沫若及其

诗歌的研究逐渐获得了一种较为自由和宽松的氛

围和环境， 个人化和不同于官方或主流的学术研

究得以成为可能；三是 1978 年 1 月，郭沫若著作

编辑委员会成立，确定编辑出版《郭沫若全集》，这

一举动不仅在现实上为规范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权

威可靠的作品版本， 而且也从精神上给研究者以

极大的鼓舞；四是郭沫若研究学会相继在乐山、山

东和四川其它地方成立， 有些研究机关成立了专

门的郭沫若研究室， 一些高等院校开始开设郭沫

若专题研究课程 并 招 收 专 门 研 究 郭 沫 若 的 研 究

生，继“鲁学”之后，“郭学”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拉

开了序幕。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之中， 学术界对于郭沫若

诗歌特别是《女神》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的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有：一、由单一到丰富。 一样的《女

神》，研究的视角却一变再变，从内容到主题，从版

本到形式，从语言的追求到风格的构建，人们的看

法由单一渐趋多样；二、由外在到内在。 从《女神》

与时代、现实的关系到诗人写作时的艺术追求、抒

情技巧的运用，再到其与外国诗歌的关系、内中所

含的精神个性、民族神话原型等等，从 1978 年到

现在，人们对于《女神》的关注大体经历了一个从

思想内容到艺术追求再到文化象征的逐渐深深化

的过程；三、由点到面。 《女神》虽然仅仅是一本新

诗诗集，但由此拓展，人们的关注范围却逐渐旁及

整个郭沫若创作、新诗的历史、诗与社会、诗与政

治、新诗与传统、新诗与外来影响、汉语诗歌的现

代化等越来越多的话题，《女神》 的研究逐渐辐射

成为一个庞大的话题体系，具体支撑了“郭学”的

基本格局；四是从官方到学院到民间，人们对《女

神》 并及郭沫若诗歌关注时的意识形态意味逐渐

淡薄，学术性、主体性逐渐加强，分歧、对立甚至冲

突在“郭学”或《女神》研究的整体格局构建中是必

要的， 它们可以在互补张力之中扩大并且完善郭

沫若研究的整体框架。

但在强调郭沫若诗歌特别是《女神》研究整体

进步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差异所造

成的“历史的距离（或隔膜）”也正在负面地影响着

人们对《女神》和整个郭沫若诗歌的看法。 其中最

为突出的表现有：第一，因人废诗。 一些研究者依

据郭沫若在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中的一些过激或不

正确言行，断定他人格和精神的畸变和扭曲，并进

而由此推断文如其人，郭沫若人既如此，所以其诗

也必然没有多少可观；第二，因后废前。 一些人立

足于郭沫若后期写的一些非诗之诗， 特别是一些

违心之诗，进而推及郭沫若前期的诗歌写作，认为

它们在本质 上都是 一 样 的 精 神 受 制 于 他 人 的 次

品；第三，由上两点自然形成的因今废古。 一些研

究者一味地从眼前的观念出发， 用现时当下的标

准评价《女神》和整个郭沫若诗歌，觉得它们幼稚、

浅薄，从根本上是不足为诗的；第四，和上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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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一些地方性和个人化研究，由于极为狭隘的

个人视野或现实动机，情绪左右，观念先行，将研

究等同于某种领导意图或地方利益的证明， 缺乏

学术研究所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

上述现象的形成， 一是因为与具体文本的脱

节，一些《女神》研究者写研究《女神》的论文，但是

却根本不读或者说不认真细读《女神》中的具体作

品，研究没有具体真切的感受，所以只能玩空手道

或人云亦云； 二是因为一些研究者的大脑中缺乏

历史整体观念。 历史地研究对象，即将研究对象置

之于其所从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分析、 阐释其意义

内涵，并进而评价其价值，原本是学术研究中的不

求之求原则， 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研究郭沫若诗

歌的人却严重脱离或无视郭沫若生存的时代，对

他并及他的写作缺少一种必要的历史同情， 不能

知世，自然也就难以知人、知文了。

问题的根源依然在于时代， 正如政治化的时

代给予郭沫若的诗歌以政治化的理解一样， 人们

现在在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这些脱离时代、 不注重

历史联系的做法， 其背后的心理所体现的也正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浮躁、攻利、学术的商

业化制作等等。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句话套

用在郭沫若诗歌的阅读和研究上， 也可以说一时

代有一时代的郭沫若诗歌。 时世推移中历史的盛

衰沉浮是一种必然，但也有许多人为的无奈。 在文

章的结尾，我想说的话就是，时代的水平是由时代

中的人所体现的，一种接受是一定的能力的体现，

所以， 谨希望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接受者认知态度

的日渐成熟， 人们对于郭沫若诗歌的研究也能减

少一些人为的无奈，增加一些学术的成熟和理性。

（责任编辑：税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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